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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生态学 10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主要集中在地上部分. 然而, 当今的生态学家已经越来越强烈地认

识到, 鲜为人知的地下部分已成为生态系统结构、功能与过程研究中最不确定的因素, 因而严重制约着

生态系统与全球变化研究的理论拓展. 自 1990 年代后期以来, 伴随着全球生态学研究的深入, 一个新

兴的生态学领域——地下生态学(belowground ecology)开始形成, 并得到了快速发展. 地下生态学从不

同学科层次探索地下部分的结构、功能、过程以及与地上部分的关系, 并特别关注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. 

它的研究对象包括植物根系、地下动物和土壤微生物. 分析了生态系统地上和地下部分的关联、根系生

态、根系生物地理, 以及地下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主要研究进展和亟待解决的问题, 着重评述地下过程

对全球变化响应的若干理论问题, 指出地下生态学将是 21 世纪生态学的重要发展方向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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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经历了 100 多年的探索和发展之后, 今天的生

态学家们终于认识到陆地生态系统的功能在很大程

度上依赖于碳(C)的分配格局与过程, 以及伴随这个

过程中的物质循环[1]. 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地上部分, 

人们已经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, 而对于它的地下

部分, 则依然了解甚少 [2,3], 从而导致生态系统过程

研究中出现一些致命的不足[4]. 地下部分对于生态系

统的重要意义, 不仅在于它提供有效的水分及养分, 

也在于它拥有丰富的、维持生态系统功能的生物多样

性, 更重要的在于它是陆地生态系统 C 分配与过程

的核心环节 [1, 5]. 地下生态系统过程(简称地下过程)

不仅是目前生态学过程研究中的“瓶颈”, 也是生态

系统功能研究中最不确定的因素[2,6], 对 C 过程的研

究具有决定意义. 全球变化的现实, 迫切地要求生态

学家从地下过程的研究中认识陆地生态系统响应的

机制[7]. 地下生态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. 

它从不同学科层次上研究生态系统地下部分的结构、 

功能、过程及其与地上部分的关系, 预测全球变化下

地下部分的响应, 进而从整体上认识生态系统功能

与过程的本质. 这里有必要说明, 地下生态学涉及的

领域很广, 如根系生态、土壤生态、土壤动物生态、 

土壤微生物生态(soil microbial ecology)等, 但本文主

要综述生态系统地上和地下部分的关联、根系生态、

根系生物地理、地下生物多样性等问题, 重点评述地

下 C 和氮(N)过程及其对全球变化响应的主要进展.  

1  生态系统地上和地下部分的关联 

所有陆地生态系统都包含生产者和分解者 , 二

者互相依存. 生产者通过地上生态系统过程(简称地

上过程)为整个系统提供有机物质, 而分解者则通过

地下过程对凋落物进行分解、释放营养元素, 使整个

系统的物质得以循环. 生产者和分解者都有以各自

的消费者为基础组成的食物链 , 前者即以食草动物

为基础的地上部分食物链 , 后者则为以食碎屑者

(detritivore)为基础的地下食物链[8]. 食物链各自组成

成分之间, 以及地上过程和地下过程的相互作用, 在

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态系统的功能和过程[9,10]. 由于

生态系统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依赖于地上和地下过程

的紧密联系, 因此, 地上和地下的整合目前被认为是

生态系统研究的最有效途径[11].  

已有的研究表明, 植物对土壤生物及地下过程

的影响, 主要是通过为地下提供资源(主要是 C 源)以

及通过物种的生理生态学过程实现的 . 主要表现在: 

(1) 在生态系统的尺度上, 净初级生产力 (NPP)可能

是土壤生物及地下过程最重要的控制因子 [9]. 

Valentini 等人[12]和 Högberg 等人[13]最近对欧洲和北

美森林生态系统地上和地下 C 分配关系的研究就是

一个例证: 土壤生物代谢消耗的 C 全部来自于光合

产物的地下分配; (2) 地上生物的种间关系, 特别是

草食动物的捕食作用可以影响土壤生物及地下过

程 [9,14]. 最近, Bardgett 等人 [14]提出了草食动物作用

于地下过程的 3 种可能机制, 即通过改变资源的质、

资源的量、或改变植物群落的功能型组成. 昆虫对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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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的采食也可能通过诱导植物次生代谢物的改变而

影响土壤生物的活动; (3) 全球变化条件下植物群落

的结构和组成会发生改变 [15~17], 由此引起的物种组

成的差异对分解者会有重要的影响 [18]. 这种影响主

要是基于凋落物及根系分泌物的特性, 尤其是化学

组成特性[19]. 也有证据表明, 长期协同进化导致植物

可以选择那些有利于自身凋落物快速分解的分解

者 [20], 即植物和分解者之间存在协同作用; (4) 通过

其他一些机制影响土壤生物及地下过程, 如早期演

替物种和后期演替物种对土壤生物物理作用的差异, 

以及它们对土壤养分利用效率的差异[5,14]可以改变分

解者食物链的时空结构.  

土壤生物也会影响生态系统地上部分的结构、功

能及过程[21~23]. 主要表现在: (1) 分解者和其他土壤

生物的相互作用, 通过营养元素的周转, 调节养分的

供应, 影响植物的生长、资源分配和化学组成(如组织

N 含量)[19,24]; (2) 有实验表明, 土壤生物个体大小、 

频度分布和地下食物链结构可以影响植物的生长发

育[25, 26]. 地下草食动物(herbivore)对根的取食也可以

引起 C 的地上和地下分配格局的改变, 特别是刺激

植物产生化学防护物质 [23], 根际微生物也会刺激根

系产生大量的分泌物[21]; (3) 有些土壤生物可以通过

与植物之间的种间关系, 影响植物发育、群落结构和

演替[27~30]; (4) 土壤中对地下环境具有改造作用的生

物(被称为“生态系统工程师”), 如蚯蚓、白蚁等, 可以

通过改变土壤的物理结构对地上群落的物种组成产

生重要影响[31,32]. 

由此可见 , 生态系统地上和地下过程关系密切. 

因此, 对地上和地下的整合研究不仅是生态系统生

态学发展的要求, 也是完整地认识生态系统的结构

和功能的必然.  

2  根系生态 

生态系统地上与地下过程的关联主要是通过根

系实现的. 但是, 根系, 尤其是细根(fine roots)可能

是最不被人们了解的植物器官 . 它作为提供植物养

分和水分的“源”和消耗 C 的“汇”, 已成为生态系统生

态学及全球变化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热点[2,33]. 之所以

这样, 是因为对于某种生态系统类型来说, 优势植物

根系的形态(morphology)、构型特性(architecture)及分

布(distribution), 尤其是细根的周转过程 [19], 在很大

程度上决定了该生态系统的 C 过程、水分平衡、以

及矿质元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. 最近对北美 9 种乔

木树种的研究就表明, 根序(root order)对根系重要参

数, 如比根长 (specific root length, SRL, m/g)、N 含

量等具有显著影响, 从而影响着生态系统的 C 和 N

循环[34].  

地下净初级生产力(BNPP)在整个生态系统生产

力中占有较大的比例. 尽管过去对根系的研究受到

了一定的关注 , 但它们对整个生态系统的贡献仍然

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不清楚的一部分[35,36]. 据估计, 

BNPP 占总 NPP 的 20%~80%, 并且存在很大的不确

定性[37]. 如我国内蒙羊草(Leymus chinense)草原和大

针茅 (Stipa grandis)草原根系生物量占总生物量的

81%和 73%[38], 同一高寒草甸不同年份根系 BNPP 相

差近 2 倍[39]. 从全球尺度看, 草地 BNPP 占总 NPP 的

24%~87%[40], 而在森林生态系统中 , 这个比例为

7%~76%[41]. 如此大的变动范围,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

生态系统结构的不同引起 C 的地上和地下分配格局

的差异[35]、以及不同群落类型细根的周转对光合产物

的大量消耗[42]. 但也有报道, 这种变动在很大程度上

来自测定方法的不同 [43]. 在全球变化条件下根系的

生产力将如何变化更是一个未知数 [44]. 如 Aber 等

人[45]利用 N 平衡法和生物量法测定北美 13 个针叶和

阔叶林细根的生产力 , 同一树种 (如红栎  Quercus 

rubra)之间结果最大可以相差 10 倍！13 个不同树种

之间平均也相差 2 倍左右. 根系的研究不仅在技术上

是困难的, 到目前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方法, 而

且在理论上也是缺乏的. 因此, 对于根系是如何影响

群落的生产力、元素循环及生态系统的格局与过程, 

将是以后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的重点, 以根系为主

要研究内容的地下生态学也将会给生态学以巨大的

发展机遇.  

进行生态系统地下过程的研究 , 特别是根系的

研究, 必须采取破坏性的采样方法. 如果进行时间序

列测定, 就需要非常多的实验单元或重复. 因此根系

的取样策略一直困扰着生态学家. 同时由于以下 4 个

主要原因使得对根系功能的测定存在困难: (1) 不同

植物和不同年龄的根系难以区分 , 尤其是草本植物

的根系; (2) 缺乏有效的死根和活根的鉴别方法, 以

往所使用的形态或颜色的鉴定手段常常造成很大的

误差[46]; (3) 对根系生长、衰老、死亡和分解的周转

过程缺乏有效的监测手段[47]; (4) 细根的生理生态过

程受土壤养分、水分和根际微生物的影响很大, 如菌



 
 
 
 
 
 
 

  第 49 卷  第 13 期  2004 年 7 月  评 述 

1228   www.scichina.com 

根可提高落叶松根系 P 吸收量的 20%~35%[48], 并且

根系随土壤的异质性表现出巨大的结构和功能上的

可塑性. 对于草地及一年生的草本植物群落来说, 有

多种方法测定地上部分净初级生产力(ANPP)[49], 但

是 BNPP的测定要困难的多[37], 尤其是对于森林生态

系统. 尽管有几种途径用来估计 BNPP, 如生物量法、

稳定同位素法、C 平衡法、N 平衡法及微根区管

(Minirhizotron)法等 [49], 但这些方法都不能有效地估

计生态系统 C 的地下分配, 也不能预测其过程[43]. 

对于根系来说 , 缺乏有效的取样方法使根系生

态过程的研究更加复杂化. 但有一个重要特性使得

通过功能属性(functional traits)之间的相关性来研究

根系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成为可能, 那就是物种间

根系的竞争是对称性的 (symmetric)[50]. 它不像地上

部分, 由于遮光作用, 较大的植株在竞争中具有与它

的 大 小 不 成 比 例 的 优 势 . 如 水 曲 柳 (Fraxinus 

mandshurica)地下部分的竞争往往只与营养状况及水

分关系密切 [51, 52]. 因此从组成物种的生物学特性入

手, 通过对功能属性之间的相关性来研究根系在生

态系统中的作用可能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.  

3  根系生物地理 
传统的植物地理学主要研究植被的分布格局及

其成因 [53], 以及全球变化情景下这种分布格局的可

能改变 [54]. 但植物地理学所研究的这些格局主要集

中在植被地上结构随地理环境的变化, 而对于植被

地下部分的结构, 即根系的地理分异涉及甚少. 如在

我国, 冯宗炜等人 [55]总结了我国主要地带性森林类

型的生物量和生产力分布, Fang 等人[56]研究了 50 年

来我国不同区域森林 C 储量和 C 密度的变化, 但是

中国森林地下生物量和 C 储量的估计是一个未解决

的问题 . 因此 , 根系生物地理学 (biogeography of 

roots)的概念 [57]一提出就得到了极大关注. 地下部分

生物量、生产力、根系的周转率、垂直分布格局以及

根系周围的土壤微生物区系, 都随着植被类型的不

同而发生变化 [58~61]. 研究这些根系参数的地理分异

及其与调控因子(如温度、降水、土壤)的关系, 是根

系生物地理学的主要内容.  

全球变化最显著的特征是温度、降水等气候要素

发生变化[62]. 因此在国外, 根系的生物地理学随全球

变化的研究发展迅速. 在植物物种水平上, Canadell

等人 [58]综述了 253 种木本和草本植物的最大根深 

(rooting depth)的分布, 结果发现植物的最大根深从

冻原的 0.3 m 增加到荒漠的 68 m. 其中 77%的种类

根深在 2 m 以上, 20%的根深大于 5 m, 至少 8.7%的

根深大于 10 m. 对于温带草原来说, 平均根深为 2.6 

± 0.2 m. 由此看来, 通常情况下在生态系统模型中我

们低估了根系在 C 循环中的作用[42]. 在生态系统水

平上, Schulze 等人[63]沿降水梯度, 从降水量 770 mm 

的森林, 520 ~ 290 mm 的灌丛, 160 mm 的针茅(Stipa) 

草地,  一直到 125 mm的荒漠, 研究了植物的根深是

否和降水量呈负相关,  即根深是否会补偿降雨量的

不足. 结果表明, 沿着这一降水梯度, 虽然群落平均

地上和地下生物量以及叶面积指数均降低, 但是水

分利用效率没有明显的差异. 在土壤剖面中,  90%

的地下生物量分布在 0.5 ~ 0.8 m, 并且在森林和草地

之间没有显著不同, 也没有明显的补偿作用. 在生物

群区(biomes)水平上, Jackson 等人[59]研究了全球范围

不同生物群区的根系分布. 结果表明, 冻原、北方针

叶林及温带草地具有最浅的根系, 80%~90%的根系

分布在表层 0.3 m 的土壤中. 在所有生物群区中, 热

带生态系统的地下细根的生物量和生产力最高、平均

寿命较短、周转速度最快, 而北方或寒带生态系统细

根生物量和生产力最小、平均寿命相对较长、细根周

转较慢[36,64]. 

我国也有一些根系的研究例案 . 如我国温带羊

草草原细根的周转率为 0.55 a−1[65], 而高寒草甸周转

率为 0.37 a−1[39]. 王政权等(未发表数据)分析了我国

250 多个已发表的论文数据, 结果显示我国温带森林

(北纬 25°~40°)根系生产力最高(2599 kg·hm−2·a−1)、

其次为亚热带森林(1597 kg·hm−2·a−1)、寒温带森林

最低(1375 kg·hm−2·a−1), 表明气候因素控制着陆地

生态系统地下生产力格局. 

在全球变化条件下,  气候因素决定的植物种的

分布范围将发生改变, 从热带到寒带原有的土壤物

理、化学以及生物过程也将随之发生变化[19], 如有机

质中 N 的矿化过程等[17]. 研究这种改变会对陆地生

态系统地下生产力和 C 分配的格局与过程产生怎样

的影响, 将是根系生物地理学的重要内容. 因此, 在

大尺度上研究根系的生物地理学, 建立根系生物量、 

根系周转率、根系的垂直分布格局及根深随植被类

型、气候条件及人类活动的影响的模型, 以及预测未

来气候变化条件下这些根系属性的变化, 将是未来

全球变化生物学的重要研究方向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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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地下生物多样性 
传统上 , 有关生物多样性机制的研究都毫无例

外地集中在地上部分 [ 6 6 , 6 7 ] .  最近有关地下多样性

(belowground biodiversity)或土壤生物多样性的讨论

迅速成为热门议题 [68], 其重点是关注全球变化下地

下生物多样性的反应. 从全球范围看, 物种数目最多

的类群是无脊椎动物, 其中多数物种生活史的某个

阶段是在地下度过的[9]. 土壤生物既包括土壤真菌、 

细菌、放线菌, 又包括土壤中节足动物、蠕虫、原生

动物等. 从组成物种的数目来看, 在多数陆地生态系

统土壤中都具有比地上部分高得多的多样性. 尽管

对土壤中的生物多样性了解甚少 , 但它们对生态系

统主要过程 (如凋落物分解等)的重要调节作用是众

所周知的. 已有证据表明, 高的生境异质性和资源可

利用性可以促进土壤中的生物多样性 [68,69]. 对于土

壤中的大多数生物类群来说, 生物多样性随干扰强

度呈单调降低, 而不出现像地上部分那样的“钟型曲

线”[9], 即“中度干扰假说”并不适用于土壤生物.  

地上部分高的物种多样性可以引起作为地下生

物资源的凋落物质量和类型的多样性. 而资源的异

质性则可以引起分解者的多样性 [70]. 已经有实验证

明在某些凋落物和分解者之间存在专一性关系 [68]. 

植物的多样性也可以通过根系的分泌物导致植物和

微生物之间的协同进化, 促进其他土壤生物的多样

性. 另外, 多种多样的土壤动物, 主要是白蚁、蚯蚓、

蚂蚁等 , 以及腐烂的根系产生的空隙结构决定了土

壤的物理学特性, 为其他土壤生物提供了空间. 由于

地下生物多样性测定困难, 并且大多物种有待认识, 

因此研究地下和地上生物多样性之间的联系将有助

于通过地上生物多样性的测定 , 来判定地下生物多

样性的状况, 这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有重要意

义. 未来地下生物多样性研究将关注: (1) 地上部分

生物多样性高 , 是否就意味着地下的生物多样性一

定高? 它们之间有何种关系? (2) 如果在一定尺度上

地上和地下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联系, 那么在其他

尺度上是否也存在这种关系? (3) 由于地上和地下部

分处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, 它们是否对环境梯度表

现出相似的反应? (4) 对地上部分生物多样性进行的

干扰 , 地下生物多样性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过程? 由

此关系可以推断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生物多样性恢

复是否具有相同的机制和策略.  

由于观察、取样及控制上的限制, 过去有关生物

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实验研究没有考虑土壤的

生物多样性, 特别是土壤生物多样性对地上植物多

样性的影响(反馈)[71]. 最近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案例, 

如 Van der Heijden 等人[30]的实验证明, 高的内生菌

根多样性可以导致高的植物多样性. Bradford 等人[72]

利用 Ecotron 实验装置, 在一系列人工控制的气候室

内, 组建了不同土壤动物多样性的人工草地. 结果发

现, 群落地上部分物种组成、土壤微生物、根系生物

量和菌根真菌的繁殖等均受到起始土壤动物区系的

影响. De Deyn [28]的 Microcosm 实验也证实, 草地土

壤的无脊椎动物的作用不仅在于加快次生演替进程, 

还可以增加群落的物种多样性 . 与所有的生物多样

性和生产力关系的实验一样, 类似实验的不足在于

实验持续的时间较短, 研究手段也有待进一步完善. 

Reynolds 等人 [73]最近提出, 两个微生物学过程可能

对植物群落的结构和动态具有重要作用,  即微生物

(主要是菌根真菌 )对植物资源生态位的分异作用

(niche differentiation in resource use)以及对植物和土

壤群落间动态反馈作用的影响 . 这为我们研究物种

共存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.  

5  地下过程对全球变化的响应 

5.1  土壤 C 库的作用 

近年来, 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明显[62]. 地上部分

对全球变化响应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得到了

一些重要的结论 [74], 但对地下部分的反应缺少了

解[75], 尽管它们和地上部分同等重要. 研究表明, 陆

地生物圈是一个巨大的 C 库 , 尤其是北半球的森

林 [56,76~79]. 它们在缓冲大气 CO2 浓度([CO2])升高过

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, 但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

性[56,76], 而土壤是这种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[80]. 据估

计, 在土壤圈中, 仅最上层 1 m 以内的有机 C储量就

达 1500~1600 Pg (1 Pg = 1015g), 比大气(750 Pg)和植

被(560 Pg)C 储量的总和还要多[19]. 因此, 土壤 C 储

量的变化对地球系统的[CO2]有着显著的影响: 增加

土壤碳储量可以减缓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大气[CO2]

的增加, 相反, 土壤中 C 的释放将加速大气[CO2]的

升高.  

在自然生态系统中, C 一般通过凋落物、根的周

转或植物个体的死亡进入土壤, 这也是土壤有机 C

形成的基础. 而回归大气层则主要是通过土壤呼吸

(包括根系呼吸和土壤生物呼吸)来实现的, 其通量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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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为 75 Pg·a−1(C)[81], 仅次于净初级生产力通量的

105 Pg·a−1(C)[82]. 因此, 在全球变化情况下土壤是

否成为 C 库取决于地上和地下凋落物输入和土壤有

机 C 分解速率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性(responsiveness)

和适应性(acclimation). 

5.2  对[CO2]升高的响应 

[CO2]升高对土壤的直接作用应该很小 , 因为土

壤[CO2]本身相对于大气来说已经很高 [83]. 而通过植

物和土壤生物间的间接作用则可能引起几种反馈作

用. 通常观察到的在[CO2]升高情况下凋落物量的增

加和 N 含量的降低可能引起正反馈或负反馈作用[84]. 

Strain 等人 [85]首先提出了“凋落物质量假说”(litter 

quality hypothesis), 即高[CO2]植物生产的低 N 含量

的凋落物可能引起植物对[CO2]产生负反馈作用, 因

为它将使凋落物分解速率降低 , 结果可能使土壤成

为一个 C 汇. 但是, 由于高[CO2]下凋落物量及根系

分泌物的增加, 也可能形成一个正反馈作用 [5,84]. 而

高[CO2]条件下群落物种组成的改变[18]可能对凋落物

的化学成分及土壤 C 库产生正或负反馈作用. 

Schlesinger 等人 [80]利用 FACE (free air CO2 

enrichment)技术研究美国南部的火炬松(Pinus taeda) 

幼林时发现, 在[CO2]增加 200×10−6 的情况下, 起始

森林凋落物层的 C 储量显著增加. 但由于较短的 C

的周转率, 随着新的平衡的很快建立, 凋落物的 C 储

量仅有少量增加. He 等人 [86]的实验表明, 不同养分

供应条件下[CO2]增加引起草本植物群落 C 分配格局

明显改变 , 目前还不清楚这样的反应趋势在针叶林

和阔叶林中是否存在差异, 或者说是否代表了其他

生态系统类型. 我们的实验还表明, [CO2]增加还引

起植物种子中 C, N分配格局的改变(He等人, 未发表

资料 ). 在温带草地生态系统中 , 一些实验表明 , 

在[CO2]倍增的情况下, 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[87]. 实

验证据显示 , 在温带毒麦(Lolium perenne) 草地中, 

这种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增加, 是由于净初级生产力

和分解速率非同步增加造成的[88]. 但是一个 8年的北

美高草原 OTC (open-top chamber) [CO2]增加实验表

明, 地上和地下生产力的增加主要发生在干旱的年

份 , 而多年平均起来这种增加表现不显著 [89]. 这说

明[CO2]对凋落物分解的影响很可能依赖于土壤的水

分条件.  

最近, Meta-分析表明, 在[CO2]加倍的情况下成

熟绿色叶片中 N 含量比在自然[CO2]下低 16%, 而在

自然衰老的叶片凋落物中, 这种差异仅为 7.1%[90]. 

但是凋落物分解过程中干物质损失和呼吸速率的差

异却难以检测[90]. 到目前为止, 还不清楚这些叶片或

凋落物 N 含量的差异在不同生态系统中是否都有类

似的趋势 . 如果缺乏凋落物分解对[CO2]增加的响应

的认识, 将影响人们预测生态系统响应[CO2]增加的

能力. 因此, 对[CO2]升高情况下凋落物分解的研究

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. 

5.3  对全球变暖的响应 

温度是调节陆地生态系统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的

重要因子. C 循环的主要过程, 如植物 C 的同化与分

配、凋落物积累与分解、土壤呼吸与 C 释放等, 都受

温度的调节作用 [19]. 土壤生物对温度的敏感性明显

高于地上部分的生物, 很小的增温幅度都会引起地

下生理生态过程的改变[91]. 最近对包括冻原、草地和

森林生态系统在内的 32 个土壤增温(soil warming)实

验的 Meta-分析表明, 0.3~6.0℃的土壤增温, 使得土

壤呼吸和植物生产力显著增加 , 其中土壤呼吸平均

增加的幅度为 20%, 植物生产力平均增加的幅度为

19%[92]. Meta-分析还表明, 虽然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

反应幅度有差异, 但土壤增温对土壤呼吸的刺激作

用要大于对净初级生产力的促进作用, 结果很可能

导致土壤 C 储量的减少. 但是, 这些研究仅仅是 2~9

年的实验结果. 已经有研究表明, 土壤呼吸的温度敏

感性会对土壤增温产生适应性 [93], 这将使得这种正

反馈作用减弱 . 不同生态系统对土壤增温的反应不

同. 如森林的土壤呼吸因土壤增温而增加的幅度往

往比草地和冻原大, 而净初级生产力的增加幅度在

冻原中往往比森林和草地生态系统高[92]. 另外, 增温

会导致土壤微生物、土壤动物的种群结构发生变化, 

这样的结果使得预测全球变化情景下土壤对 CO2 的

吸收或排放更加困难.  

5.4  土壤生物对大气[CO2]增加的反馈 

土壤微生物主要聚集在根系层内的根际附近[21], 
通过根系的分泌物和凋落物获取 C 源, 构成地下食

物链[94]. 它们对[CO2]增加的反馈是通过与地上和地

下凋落物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, 但目前所知甚少. 由
于[CO2]增加可能引起: (1) 植物群落物种组成的改变; 
(2) 凋落物和根分泌物化学成分的改变, 特别是 C/N
增加 [74,90], 因而引起土壤生物食物种类和成分的变

化. 土壤生物区系对这些改变的反应可能存在差异, 
因此大气中[CO2]的增加会通过影响凋落物物种组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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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化学成分而影响土壤生物的多样性, 从而影响生

态系统的 C 和 N 循环. 这意味着在[CO2]增加的情景

下土壤中的菌根真菌可能发生变化[7,88]. 例如, 菌根

和根瘤互惠共生体对高[CO2]非常敏感[88]. [CO2]加倍

也可引起乔木树种菌根的类型 [95]及共生体的结构 [96]

发生改变. 气候变化如冬季温度的升高、降雨格局的

改变等也会引起土壤菌根真菌丰富度的改变 [97]. 而
菌根则对生态系统地下的凋落物质量起着决定性作

用[98]. 
Högberg 等人[13]最近利用环割(girdling)技术, 巧

妙地阻止了树木地上部分对菌根真菌光合产物的供

给, 又保证了根-微生物-土壤系统的完整. 结果发现, 
菌根的呼吸作用对土壤总 CO2 通量的贡献至少在

50%以上.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, 在植物分配到地下的

C 中, 75%被呼吸消耗了, 仅 25%用于根系的生长[99]. 
这表明, 土壤生物区系的改变将会对整个生态系统 C
平衡产生重要影响. 在控制实验中, Fitter [100]的 Solar 
Dome 实验发现, [CO2]升高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地上

部分生物量没有明显影响 , 但使根系生物量增加

50%, 根系的周转率也明显升高. Jones[101]的 Ecotron 
实验显示, [CO2]增加引起的人工草地光合 C 固定的

增加主要分配到了地下, 导致根际微生物刺激根系

分泌更多的有机物质, 同时刺激根系生长. 实验结果

还表明, 尽管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没有发生明显变化, 
但真菌的组成发生了改变, 结果使得纤维素的分解

速率增加 . 可以推测由于土壤动物很大程度上依赖

于真菌, 因此[CO2]升高可能会影响到土壤动物的物

种多样性. 
总之, 与地上部分相比, 在[CO2]增加的背景下, 

植物对地下部分 C 的分配既是一个复杂的生理生态

过程 [6,44], 又是调节土壤生物对大气 [CO2]响应的关

键环节 [6]. 可以预计, 由于不同生态系统间根系在结

构和功能方面的巨大差异, 将会导致对全球变化反

应方面也会存在较大差异. 一方面, [CO2]升高将输

入更多的 C 到地下, 但同时土壤呼吸作用也会受到

刺激[81]. 另一方面, 温度升高对生态系统土壤 C 储量

的减少要大于净初级生产力的增加. 同时, 土壤生物

具有对[CO2]和温度升高的反馈作用, 并且土壤的温

度敏感性也会对土壤增温产生适应性. 因此, 到目前

为止, 土壤有机C储量及地下过程对 CO2和温度共同

作用的结果还不清楚. 但是毫无疑问, 这些问题的研

究和解决 , 对认识地下过程对全球变化响应的机制

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.  

6  结语 
100 多年来, 生态学地上部分的研究已经揭开了

自然界生态系统丰富多彩的一面, 也为我们提供了

开展生态学综合研究的宝贵经验. 伴随着全球变化

研究的展开, 地下生态学将会成为 21 世纪生态学研

究的主流之一, 因为它将揭开生态系统神秘的另一

面. 它强调不同尺度生态系统地下部分的物理过程、 

化学过程和生物过程的相互作用以及与地上过程的

关系, 它的研究对象包括地下根系、地下动物和土壤

微生物. 生态学的一半在地下. 地下生态学是一个广

阔的未知领域, 现代生态学迫切需要人们去研究它, 

现代科技的进步也使人们有信心和有能力去揭示它

的奥秘, 但其理论、方法和应用技术是具有极大挑战

性的命题, 等待着富有创造性的生态学家们去思考、 

去探索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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